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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出现时，晚清时期的中外关系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

近代史研究兴起于民国时期民族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在这一宏大背景下，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国

难、屈辱、沉沦和与之相伴的“近代化”变迁，构成了２０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时至今日，
晚清中外关系史的重大事件和演进历程，仍然支撑着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但是，近二

三十年来，在国内史学界，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似乎相对沉寂，除少数专题外，未出现堪称重要的学

术进展。或许可以从社会环境的变迁、近代史研究范围的拓展、研究方法和学术观念的多元化等方面

解释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不过，笔者认为，我们不需要为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是否具有某

种“地位”而担忧，应该思考的是，这个领域是否还有可供开拓的学术空间？如何在当代治学条件和学

术环境下，对此领域的学术问题进行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探索？笔者见识有限，对国外学者研究之状

况，不敢妄评，以下仅结合国内学界相关研究之现状，谈一些粗浅的想法。

一　国史视角

如上所述，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构成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框架。两次鸦片战争、中

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争、影响重大的历次教案、条约制度、列强在华特权与利益等

等，都是数以百种计的“中国近代史”或类似名称论著的重点章节。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制度等，构成

了我们国史上的重要内容。
也许从“国史”的角度看待晚清中外关系史显得比较“老套”，但晚清中外关系史当初就是因国史

撰述的需要而得到重视的。正因为如此，在以往近百年中，近代史学者致力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发表

了众多论著。他们所做的很多基础性工作，今天的研究者仍从中受益。除清朝官修的《筹办夷务始

末》外，民国时期开始直至晚近面世的各种外交史料，都成为我们研治史事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相

关的重要史实、制度、人物、约章等，也都得到了比较清楚的整理、论述和阐释。迄今为止学术界在此

领域做出的努力，为近代国史的书写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还存在诸多缺憾。首先是史实研究方面有待继续努

力。我们经常会发现，如果要详细了解有关事件的具体过程，依靠已有的著述却难以达成目标。在此

可略举一例：大家都知道领事裁判权是鸦片战争后基于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制度，但这种制度最初是如

何建立的？其具体实践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如何演变？这项制度在各口岸的实

施有何异同？像这样貌似简单的问题，要得到一个准确而完整的答案其实并不容易。其次，国内学者

的研究在关于中外战争和交涉的叙述方面，往往主要依靠清方记载或时人记述，缺乏对方记载的参

照，故难以做到完整细致地再现历史的具体场景，在客观性方面也有待于提高。更重要的是，除少数

论著外，多数有关晚清中外关系史的论著在对史实的阐释方面缺乏深度，对于这些重大事件和制度变

迁在近代史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或意义的分析，容易流于笼统或简单化，能够引领学界趋向的作品尤为

罕见。像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那样既有细致的史实研究，又有透彻的、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和阐释

的优秀著作，是很少见的。
近二三十年来，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晚清中外关系研究相对较弱。关注这个领域

的学者人数不多，有分量的论著相应较少，真正具有原创学术价值者更少。这个领域可以说尚未得到

真正的精耕细作，甚至无法与民国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取得成就相提并论。晚清史是一个整体，这
个时期的中外关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密切相连，相关的研究本当协同共进，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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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得不说，中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史学研究整体的进步使人们对于这个领域能够提供

的知识和思想产生了较以往更高的期待，但它要满足这种需求尚有待时日。
从国史研究的角度看，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如何利用近年出现的

有利条件来对这一研究领域加以推进？研究者首先应该加以利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晚清史研究

整体上的进展所带来的知识、理念和方法上的动力，因为这些进展，我们在史实考证、阐释诸方面具备

了更坚实的基础和更广泛的视野。应当善加利用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近年来数量庞大的原始档案

不断被出版或公布，在近代史料学上具有独特价值的近代报刊，也不断以数据库等形式得到整理，使

得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大为扩充。这些史料数量庞大，其研究价值多未得到充分发掘。
除清朝档案外，数量更大的海外文献也以缩微和电子化的形式快速面世，还可以免费利用。这些第一

手文献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使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更深入地认识那些决

定了近代国史走向的重要史实（例如，王宏斌利用国家清史工程新开发的清代档案，就清代内外洋划

分的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揭示了清代海域管理的理念和机制。见王宏斌：《清代内外洋划分及其管

辖问题研究———兼与西方领海观念比较》，《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６７～８９页）。笔者近年对

条约体制与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的研究，除使用各种清代文献外，也使用数量较大的英国外交部档

案，以及西人在广州创办发行的早期英文报刊。当然，以往大家比较熟悉的基本史料，也仍然值得我

们加以深耕细作。清朝所编的《筹办夷务始末》，２０世纪大陆及台湾学术机构编撰出版的多种外交史

料及综合性史料，多年积累下来，数量极为可观。真正将其吃透，做精细的研读，同样可以取得真正的

学术进展（李育民及其带领的研究集体近年在条约体系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绩。他们对各种已刊文献

的精细研读为众多的学术成果奠定了基础）。

二　国际关系史视角

晚清中外关系史的另一个层面是国际关系史。虽然近代中外关系史经常被当作中国近代史学科

的一个分支，但近代中国与各国之间发生的国家间关系，无疑是近代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而各国在

华相互之间发生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国际组织在华活动，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中国因素对

近代国际关系的影响等等问题，也理所当然属于国际关系史研究范围。著名国家关系史学家王绳祖

先生主编的１２卷本《国际关系史》，设立专门章节，将两次鸦片战争、２０世纪８０至９０年代，中国周边

国际关系、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２０世纪初远东国际关系演变等内容纳入其中（见王绳祖主编

《国际关系史》第２、３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这说明国际关系史学者看来，近代中外

关系史是国际关系史的组成部分。
多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国与外国国家间关系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可以说与中国发生

过交往的国家，基本上都被纳入了研究范围。据笔者管见所及，凡２０世纪对中国影响越大的国家，其
与中国的关系得到的研究就越充分，如中美、中日、中俄（苏）关系史，论著最多，研究也最广泛深入。
传统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如中朝、中越、中琉（球）及
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等。大量的论著使我们可以了解历史上中国与各国关系的基本面貌。
有不少著作撰著于冷战时期，政治色彩浓厚。但当年从事著述的学者功底深厚，学识渊博，不少作品

今天看来仍有学术价值。
但如果要从推进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角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则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也还有明显的

不足有待于弥补。首先还要提到史实研究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甚至盲点。从时间上看，由于２０世纪

的国际关系更为贴近现实，故最受研究者重视，相比之下，晚清及以前的历史时期，得到的关注明显较

少，缺憾较多。从区域上看，２０世纪对中国影响相对较小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重视不够，但在今

天的全球化时代，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而史学界能够提供的双方或多边关系史的研究成果

却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甚至曾经对中国影响重大、而在晚近的影响相对减弱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史，
也存在研究不足的问题。这方面有一个明显的例子：英国和美国可以说分别是１９、２０世纪对中国影

响最大的国家，但近年中英关系史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与中美关系史研究根本不成比例。后者有一

·３１·



个较为庞大的研究队伍，有专门的学会，而研究晚清中英关系史的学者却屈指可数。考虑到英国对近

代中国的实际影响，以及英国在当时国际关系体系中的首要地位，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合理的。此外，
各国在华相互之间发生的双边或多边接触、协调、交涉、冲突，多国代表或多国成员组成的组织与清政

府或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发展的关系，形成的冲突，等等，与晚清史上诸多事件具有密切联系，但相关学

术成果更少。例如，晚清时期中国西北边疆危机和新疆建省前后的历史，涉及中、英、俄、土等多方交

涉、相互竞争，倘若只从国史角度观察、论述，而对中亚地区“大博弈”的历史在此过程中的影响不予关

注，则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很难全面。国际组织的活动也属中外关系史的内容，国际组织在华活动或中

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历程，都是研究者需要关注的。在晚清时期，有些国际组织如红十字会、基督教青

年会、万国禁烟会等，均在中国活动。这些方面的历史，近年也有学者进行研究，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八
国联军入侵期间的国际交涉方面，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成果。还有不少其他问题成为学位论文的

题目，吸引了年轻一代学者的注意力。但总体来看，相关的研究可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此不得不提到相关研究存在的一个明显短板，这就是外文史料运用不足。由于国际关系史层

面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研究中应充分运用所涉及国家或组

织在交往中形成的各种文字的史料，以对既往历史进行完整的叙述和公正的评价。历代学者都意识

到外文史料的重要性，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收集、运用。青年一代历史学者外语水平迅速提

高，有些人还具备使用多种外语的能力。但总体来看，具备熟练使用外文史料能力的学者仍然不多。
长期以来，获取外文资料的渠道不畅，甚至一些基本外文史料也难以运用，近年方有较大改观。这些

因素，都使得中国研究者在运用外文史料及其他海外学术资源研究中外关系史方面还难以尽如人意。
正因为如此，中国学术界迄今尚未在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产生具有重大价值和具有国际影响的代

表性学术成果。美国学者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出版已过百年，但至今仍为了解和研究晚

清中外关系史的主要参考书。这当然是因为它的确是一部杰出的史著，但也并非毫无瑕疵。该书使

用中文文献甚少，作者的身份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观察和评论历史的客观性。然而，一百多年过去

了，这部三卷本的著作仍是晚清史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要了解中外关系史上的很多具体问题，大家

首先想到的还是这部著作。这是因为国内学者在西文史料的使用方面还无法达到该书的水平。
在中国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无论是为了维护、增进国家和国民的海外利

益，还是为了更好地承担国际责任，都需要我们全方位地、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对中国与外国交往的

历史，以形成明智、理性、有效、具有前瞻性的策略和整体战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出后，对相关

史学成果的需求很大，这说明存在很强的对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现实驱动。实际上这也是对学术界的

强大压力。

三　全球史视角

全球史是近数十年在美国、欧洲等地发展起来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它的兴起显然与我们正处身

于其中的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这一进程使往昔历史蕴含的与全球化相关的意义得以彰显。全球史

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美国学者杰里·本特利说，全球史（他称为“世界史”）“实际上就是把全球化现象

放到了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让我们对当下全球化现象的认识有了更丰富的内涵”（杰里·本特利、赫
伯特·齐格勒著，魏凤莲等译：《新全球史》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致中国读者》，第Ⅲ
页）。

国内外学界对全球史的涵义、全球史研究方法进行过很多论述和介绍。大家都认同的观点是，全
球史研究者关注跨越国家或民族界限的历史现象，强调历史上不同区域人们的相互接触、相互交流、
相互影响及其重要意义。正如另一位美国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特所说：“全球史关注世界史中涉及

的一种全球进程，即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日渐增进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依赖”（布鲁斯·马兹利什：《世

界史、全球史和新全球史》，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２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第１４页）。美国学者柯娇燕在《什么是全球史》一书中讨论，作为宏大叙事的全球史，应进行分流（历

史现象从单一起源到不同时空下的多样化分化）、合流（不同的、分布广泛的事物随时间推移呈现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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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传染（事物跨越边界并急剧改变其动态）和体系（相互改变的互动结构）等多方面的研究（柯娇

燕著，刘文明译：《什么是全球史》导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９页）。英国牛津大学詹

姆斯·白利希（Ｊａｍｅｓ　Ｂｅｌｉｃｈ）等 几 位 全 球 史 学 家 最 近 提 出，全 球 史 研 究 有 三 个 进 路：即（１）全 球 化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分为次全球化、半全球化和泛全球化）研究，从接触、互动、传播和整合等层面考察不同

层次全球化范围内各“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通过传播、超越、散布、扩张、吸引等“矢量”观察各

大“世界”以及将它们连接起来的全球化体系；（２）比较（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研究，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

类型的比较；（３）联系性（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研究，包括贸易、移民、交通网络、口岸城市、网络关键节点等

的研究（Ｊａｍｅｓ　Ｂｅｌｉｃｈ，Ｊｏｈｎ　Ｄａｒｗ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ｕｒｉｓ　Ｗｉｃｋｈａｍ，“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Ｂｅｌｉｃｈ　＆ｃ．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ｐ．３～２１）。中国学者刘新成也提

出了全球史研究的十个重要方面（刘新成：《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概念》，《全球史评论》第２辑，第９
～１２页）。

我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层面上，可以探索运用全球史研究的上述理念和方法来促进晚清中

外关系史研究。以上所述国史视角和国际关系史视角的中外关系史，大体上侧重于以国家为主体的

政治、军事、外交等范畴，但在此之外，中外关系还有着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大多可在全球史框架内

予以进一步论述。在“中”和“外”之间发生的很多事情原本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有些事情以国家

为单位来思考是合理的，但它们同时在更广大的体系中也具有意义。要全面阐述这个问题非有限的

篇幅可以完成，亦非笔者能力所及。这里仅据笔者的粗浅理解略举数端。
我国古代与外部世界 交 往 的 西 域、南 海 两 大 通 道，现 在 一 般 被 称 为“丝 绸 之 路”和“海 上 丝 绸 之

路”。这两大分别通往欧亚大陆和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通道，无疑是上述白利奇等学者描述的“次全

球化”范围的重要网络。在晚清时期，这种原本以中国为出发点的商业－文化网络在遭遇欧洲殖民主

义东进的浪潮后，如何调整或如何被后者整合进新的世界体系，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要回答这样

的问题，就要求以全球史的眼光做更恰当的分析。这样做至少可以在现有“一带一路”历史研究框架

之外获取新的视角。
鸦片战争前，广州是东亚地区国际贸易－文化网络最重要的口岸城市，但到晚清时期，香港和上

海迅速取代了它的地位。这些国际网络中的“关键节点”的全球意义是什么？它们在比中国甚至亚洲

更大的“体系”内扮演的角色到底是怎样的？在另一个方向上，外在影响（全球体系）如何通过晚清通

商口岸对中国内部产生影响？回答这些问题，同样可能导致重要的学术发展，例如目前颇为兴盛的城

市史研究在地方史取向之外获得更大的空间。
移民是晚清中外关系史上令大家长期注意的问题。如果说鸦片战争前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是跨

国现象，五口通商后则成为跨文明现象。长期持续的移民现象使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产生了跨国乃

至跨文明的意义。全球史视角或许能使晚清中国的海外移民研究超越华侨华人史研究而取得进展。
近代外国人在中国的居留是另一种移民现象。从全球史的眼光来看，研究近代中国的外国移民显然

是有意义的。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数十个通商口岸，特别是租界、租借地的外国居民，为数不少，
研究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在国际商业和文化网络中的地位与影响，可以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拓展出一

片很大的天地。
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是一个很受重视的领域，迄今为止的研究堪称方

法多元、成果丰富，“西学东渐”是大家特别熟悉的话题。但在知识输入、制度引进这些较为“上层”的

现象外，外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何逐渐改变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形态，使我们这个世上最大的民

族缓慢地进入全球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他们在两种文

明之间的生活如何运用新的方法加以分析？晚清以来中国的疾病、灾害和环境变迁，如何在全球史视

野下得到更有解释力的阐述？这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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